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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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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但因其外来者身份和来源国身份, 在投资目的国处于劣势地位。① 海

外投资通常会面临雇佣本地化要求, 基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其生产效

率, 寻找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成为企业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② 2021
年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

指引》, 明确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 推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

相融合, 提升企业生产和管理效能。③ 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不仅属于企业战

略决策,④ 而且因其具备投资属性, 还被视为实体投资。 跨国企业一般会基

于政治风险考虑而倾向于保持较低的有形资产占比,⑤ 因此面临安全风险与

投资效益之间的决策权衡。 为实现既定的对外投资目标, 企业投资决策的准

确性至关重要。 綦建红等分析发现,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过程中存在不

同程度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现象。⑥ 要提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 必须

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 企业高管是权衡安全风险与投资效益的实际掌舵者,
在企业战略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⑦ 因此, 有必要深入探讨高管特征对海外

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关于企业转型原因的探讨, 既有研究已逐步转向管理层视角。 高层梯

队理论认为管理层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主体, 其人口学特征直接影响企

业的战略决策。⑧ 近年来有学者从高管学术经历、 技术背景等方面验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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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特征与企业转型的关联。① 也有学者从高管团队异质性和稳定性的角度

分析高管团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② 上述研究为探讨高管特征对企

业转型或企业投资等战略决策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 但在更丰富

场景下高管特征与企业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仍有待补充。
一方面, 目前鲜有研究直接将高管任期与企业转型联系起来, 对二者间

接关系的研究也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高管任期越长, 工作经验

越丰富且与企业经营相关的决策能力越强;③ 也有学者认为任期的延长会使

管理层获得更多的权力, 可能带来管理方面的职能障碍,④ 高管出于规避风

险的考虑, 反而会减少企业投资。⑤ 另一方面, 目前尚缺乏在海外投资背景

下高管特征与企业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 不同于国内企业, 跨国企业在战略

决策过程中面临外派管理和跨文化适应的挑战,⑥ 其管理层需具备更灵活的

战略决策调整能力以及更充足的实践周期。 首先, 企业高管需结合东道国现

状进行科学决策。 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发达国家的技术不一定适用

于发展中国家,⑦ 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若超越投资国发展阶段, 还

可能引起人力资本错配从而降低企业绩效。⑧ 其次, 在海外投资背景下, 高

管特征对海外企业在东道国的适应与发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 外派人员

除了要保证完成企业经营绩效的任务, 还需要在任期内推动海外中国企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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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东道国的社会认可、 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①

本文围绕跨国企业分析母国高管任期与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之间的关系, 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 首先, 采用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Survey, OCEES) 数据, 将母国

高管任期和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联系起来, 丰富企业转型影响因

素的相关研究, 为跨国企业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其次, 从外派管理的视角,
实证检验母国高管特征对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 有助于完

善跨国企业外派管理体系的相关研究, 助力海外中国企业在共建 “一带一

路” 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 引入企业适应能力和员工组织适配性进行

机制分析, 有助于在深层次上揭示母国高管任期影响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

动化决策的作用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高管特征与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 企业必须不断适应技术变革和市场需

求的变化, 生产自动化转型成为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② 但部

分企业在实际转型过程中, 由于战略目标不够明确、 在长期与短期价值及收

益之间徘徊等原因,③ 最终转型失败或收效甚微。 作为一种长期战略变革,
生产自动化转型对企业高管稳定性、 企业发展规划的长远性和执行过程的连

续性有较高要求。④

高管任期作为企业领导层稳定性的指标, 能够反映管理层对企业的

熟悉程度和决策稳定性,⑤ 也对企业的战略选择、 创新决策等方面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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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 作为理性经济人, 企业高管在进行决策时, 会权衡该决策可能产生

的机会成本与未来收益。② 出于职业生涯忧虑和自利行为等原因,③ 任期较

短的高管往往更注重个人利益,④ 而任期较长的高管更有可能从企业的长远

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减少自利和短视行为。⑤ 因此, 延长高管任期可能会使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投资生产自动化技术, 以实现长期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

展。 特别是跨国企业还面临外派管理和跨文化适应的挑战, 任期较长的高管

往往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与东道国员工建立信任关系,
并促进团队协作与沟通。⑥ 这种跨文化管理能力有助于高管更有效地推动企

业战略转型和生产自动化的实施。 相反, 频繁更换高管会导致企业团队的不

稳定和原有战略的中断,⑦ 从而影响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

势。 生产自动化转型是一项长期且充满风险的变革, 任期较短的企业高管往

往会减少相关投资, 不利于生产自动化的深入推进。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能够增加海外中国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可能性。
(二) 高管任期、 企业适应能力与生产自动化决策

企业适应能力是企业为更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适时改变自身行为的能

力。⑧ 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 企业如果能够提高适应能力, 则可以根

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策略,⑨ 有助于形成自身竞争优势。 既有研究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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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维度对企业适应能力进行考量。 其中, 王玲玲等从企业对市场的反应、 开

发市场机会的速度以及针对市场开展的营销活动三个方面对企业适应能力进

行测度。① 赵凤等则运用企业对研发、 资本以及广告三方面支出的变异系

数, 以企业在进行资源分配时的灵活程度来反映企业适应能力。② 基于企业

适应能力的内涵及研究背景, 本文从自主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性以及风险

承担能力三个方面对海外中国企业适应能力进行考量。
首先, 企业只有掌握生产自动化转型的自主权, 才能在转型过程中获得

企业自上而下的支持。③ 海外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经营时会受制于当地的

法律法规, 部分子公司还会面临国内母公司的干预, 故本文采用近三年新增

投资的自主程度反映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转型时的自主决策程度。 其次, 既

有研究表明, 企业竞争优势同时依赖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④ 而供应链系

统将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连接起来, 与企业竞争优势存在直接关联。⑤ 企业

适应能力强调供应链在外界扰动下保持正常运作的最大承受能力,⑥ 故本文

采用供应商更换数量来反映供应链稳定性。 最后, 企业为获取高收益而付出

代价的意愿反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⑦ 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可以提高企业

适应能力。 因此, 本文采用技术或研发升级是否会成为企业未来的主要经营

风险来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越强, 越能够应对在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⑧ 同

时, 企业转型升级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链稳定性⑨和企业的自主

决策程度。 所以, 企业适应能力是增加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可能性的重要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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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口。 若企业适应能力不足以匹配新技术, 即使引入新技术也无法成功实现

转型, 甚至会引起 “数字效率悖论”。① 另外, 有学者从高管团队异质性、
管理者领导风格等方面研究企业高管与企业适应能力的关系,② 研究表明管

理者的人力资本是包括适应能力在内的组织能力的起点。③ 而企业高管的任

期长短反映了其管理阅历、 风险倾向以及认知能力等特征, 长时间的经验积

累使企业高管能够更精准地判断内外部环境, 从而影响企业组织能力的形成

过程。④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 2: 企业适应能力是母国高管任期影响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

策的有效路径。
(三) 高管任期、 员工组织适配性与生产自动化决策

在跨国经营中,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从而增加企业生产自动化可能性的过

程可能会受员工组织适配性的调节。 企业改革创新不仅是个体与组织的社会

化交互过程,⑤ 而且是不同个体在同一工作场景下释放情绪、 产生群体情绪

互动的过程。⑥ 个人与组织的适配往往指员工技能符合岗位需求或者组织提

供的工作符合员工需求, 可以反映员工个人工作态度、 企业组织行为规范以

及企业文化等信息。 个人与组织的适配可以具体细分为相似性匹配和互补性匹

配, 其中互补性匹配涉及需求与供给匹配、 要求与能力匹配。 近年来有学者从

收入、 价值观、 能力和压力四个维度考量个人与组织的匹配,⑦ 其中能力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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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是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尤其看重的方面。
一方面, 企业技术升级具有技能需求专用性的特征, 高度依赖专业人员

的技能水平, 这就需要人员招聘与企业技术升级目标相匹配。 人员招聘与企

业规划目标的适配性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特征,① 高技能劳动力与新

技术之间的高适配性使此类劳动力能够更快适应技术升级带来的生产方式与

流程的变革。② 因此, 企业转型目标对人员招聘具有一定要求。 另一方面,
改革创新属于典型的情绪性劳动,③ 劳资关系氛围、 团队情绪情景等软性环

境要素会影响组织改革创新的推进与效果,④ 其中劳资关系氛围能够反映劳

资双方关系质量, 体现了员工对组织实践活动的感受。⑤ 随着国内学者的关

注, 劳资关系氛围逐渐衍生出中国情境下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劳资关系氛围

包括员工感知到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 尊重等方面,⑥ 良好的劳

资关系氛围能够提高员工工作效率,⑦ 从而能够更好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

需求。
基于以上论述, 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3: 员工组织适配性对母国高管任期影响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

决策的过程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 数据、 变量及识别策略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数据, 该调查以 2018 年 7 月 4 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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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公布的境外中国企业投资备案数为样本框, 以 10% 的精度采取多阶段

抽样 (第一阶段采取分层抽样, 第二阶段采取配额抽样) 的方式进行调查

抽样, 共访问 18 个国家的 861 家企业和 13205 名员工, 剔除无效样本后得

到 839 家企业和 12800 名员工的匹配数据。 根据研究主题, 本文主要使用该

调查的企业层面数据探讨母国高管任期与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之间

的关系, 企业层面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海外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情况、 技术使

用情况以及面临的风险等方面的 598 个问题。 另外, 考虑到员工的整体特征

可能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 本文使用部分员工层面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二)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为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部分, 将引入自动化或

智能化机器设备的企业赋值为 1、 其余企业赋值为 0, 以此虚拟变量反映企

业的生产自动化状态。 在更换被解释变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时, 仅将引入自

动化机器设备的企业赋值为 1、 其余企业赋值为 0。
2. 解释变量

母国高管任期为解释变量。 企业一般具有统一的外派标准, 以此为基础

结合具体岗位有所调整。 受访的企业高管亲身经历了外派人员的选聘期和外

派期, 对企业平均意义上的母国高管任期有较清楚的认识。 母国高管任期通

过询问受访者其任职企业从中国派到东道国的高管的平均派遣时间 (以年为

单位) 获得, 其中派遣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按 “10 年” 记录。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 母公司情况、 企业规模、 企业雇佣本

地化水平、 企业所属产业、 企业注册时长、 员工敬业度、 员工平均年龄以及

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同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 具体来说, 本文根据企业控

股情况, 将样本企业中的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 1、 非国有控股企业赋值为 0,
得到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 根据企业是否有中国母公司, 将有中国母公司的

企业赋值为 1、 没有中国母公司的企业赋值为 0, 得到母公司情况虚拟变量。
本文以企业总人数的对数衡量企业规模变量, 并以企业雇佣东道国员工数量

与企业总人数之比衡量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变量, 二者均为连续型变量。 企

业所属产业为 0 - 1 虚拟变量, 将工业企业赋值为 1、 非工业企业赋值为 0。
通过计算调查年月与企业在东道国注册年月之差得到企业注册时长。 员工敬

业度通过员工层面的量表计算得到, 量表涉及四个问题, 包括 “在工作中是

否会想出别人没有想过的主意?” “在工作中会主动承担责任吗?” “在工作

中会乐于与同事一起配合完成工作吗?” “当同事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 您

会提供帮助吗?”, 分别用来测量员工的 “活力” “奉献” “合作” “利他”
程度。 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法, 首先对四个条目进行标准化处理, 然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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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权平均法加总得到员工敬业度, 据此进一步计算每个企业内员工敬业度的

平均水平。 每个企业内的员工平均年龄和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根据员工层

面数据初步计算, 进而与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匹配, 二者均为连续变量。
4. 机制变量

企业适应能力反映企业整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 包括企业自主

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性以及风险承担能力三个方面。 其中, 自主决策程度

用企业主对 “近三年新增投资的自主程度” 的评价代表, 数值从 1 至 9 表明

自主程度逐步提高; 供应链稳定性用 “供应商更换数量” 代表, 包括东道

国和非东道国供应商, 更换数量越少, 表明企业的供应链越稳定。 风险承担

能力用企业主对 “技术或研发升级是否会成为企业未来的主要经营风险”
的预测代表, 为 0 - 1 虚拟变量, 回答 “否” 的企业对技术方面的风险承担

能力更强。
5. 调节变量

员工组织适配性反映企业内部人员在变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 本文用专

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以及企业氛围代

表员工组织适配性。 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

碍程度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法计算得出, 妨碍程度从 1 到 5 依次递增, 1 为

“没有妨碍”, 5 为 “严重妨碍”, 妨碍程度越高, 表明员工组织适配性越低。
而企业氛围用 “高管与东道国雇员聚餐的频率 (次 / 年)” 代表, 氛围越好,
表明员工组织适配性越高。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548 0. 3449 0. 4758 0 1

解释变量 母国高管任期 (单位: 年) 548 3. 6778 2. 8222 0 10

控制变量

企业所有制: 国有控股企业 548 0. 3504 0. 4775 0 1

母公司情况: 有中国母公司 548 0. 7007 0. 4584 0 1

企业规模: 企业总人数的对数 548 4. 3848 1. 7521 1. 6094 10. 2036

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 548 0. 7236 0. 2346 0 1

企业所属产业: 工业企业 548 0. 5073 0. 5004 0 1

企业注册时长 (单位: 年) 548 2. 8628 0. 6573 0 4

员工敬业度 548 0. 5073 0. 5004 0 1

员工平均年龄 (单位: 岁) 548 31. 0171 5. 7891 18 59

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 年)
548 12. 2813 3. 4749 0 23

·17·

蔡华龙 　 陈 　 瑛: 母国高管任期对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机制变量:

企业适应能力

近三年新增投资的自主程度 536 5. 4086 3. 4249 1 9

供应商更换数量 (单位: 家) 322 14. 5683 25. 6093 0 129

技术或研发升级是否会成为

企业未来的主要经营风险
548 0. 1058 0. 3079 0 1

调节变量:

员工组织适配性

专业技术人员招聘难度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
546 3. 1850 1. 2194 1 5

技能人员招聘难度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
545 3. 0257 1. 1786 1 5

企业氛围: 高管与东道国雇员

聚餐的频率 (单位: 次 / 年)
538 16. 4126 52. 2448 0 365

　 　

由表 1 可以看出, 在进入后续回归分析的样本中, 有 34. 49% 的企业选

择生产自动化, 母国高管任期变量的平均值为 3. 68 年。 国有控股企业占比

35. 04% , 70. 07% 的企业有中国母公司, 企业规模差异较大, 最小的企业仅

有 5 人, 最大的企业的员工人数高达 27000 人。 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平均达

到 72. 36% , 表明海外中国企业雇佣劳动力以东道国人员为主。 员工平均年

龄约 31 岁, 平均受教育年限约 12 年。
(三) 识别策略

首先, 构建方程 (1),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 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以检验假设 1, 方程设置如下:

ln é
ë
êê

P(Auto er = 1 | X)
1 - P(Auto er = 1 | X)

ù
û
úú = α0 + α1 Et er + α2 V e + c r + ε er (1)

其中,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Auto er为被解释变量, P ( Auto er = 1 | X) 为

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条件概率, 母国高管任期Et er为解释变量, V e代表控

制变量, 包括企业所有制、 母公司情况、 企业规模、 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
企业所属产业、 企业注册时长、 员工敬业度、 员工平均年龄以及员工平均受

教育年限, c r代表国家固定效应, ε er为扰动项。 本文重点关注系数α1 以解释

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产生的影响。
其次, 构建方程 (2) 并采用 OLS 模型以检验假设 2, 方程设置如下:

Mediator er = β0 + β1 Et er + β2 V e + c r + ε er (2)

其中, Mediator er为机制变量, 分别表示企业自主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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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风险承担能力, Et er、 V e、 c r 和ε er 的含义同方程 (1)。 本文重点关注

系数β1以检验母国高管任期影响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路径是否成立。
最后, 在方程 (1) 的基础上, 增加Adjust er 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并采用 Logit 模型以检验假设 3, 方程设置如下:

ln é
ë
êê

P(Auto er = 1 | X)
1 - P(Auto er = 1 | X)

ù
û
úú = γ0 + γ1 Et er + γ2 Adjust er + γ3 Et er × Adjust er

+ γ4 V e + c r + ε er (3)

其中, Adjust er为调节变量, 分别表示专业技术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妨碍程度、 技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以及企

业氛围; 其他变量的含义同方程 (1) 、 (2) 。 本文重点关注系数γ3 , 以检

验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作用如何随Adjust er 的变化而

变化。

　 　 四、 母国高管任期对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影响的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

表 2 为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第 2 列仅控制母国高管任期, 第 3 列加入控制变量, 第 4 列在第 3 列的基础

上加入国家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 随着控制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的加入, 虽

然母国高管任期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 但母国高管任期仍

然在 5% 的显著水平上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具有促进作用, 从而证实了假

设 1。 由第 4 列的结果可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母国高管任期每增

加 1 年, 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发生比将相对提升 8. 33 个百分点。 从企业

投资策略的视角看, 这一结论与既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① 延长母国高管

任期之所以能够增加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可能性, 可能是因为当任期较短

时, 高管会倾向于短视决策以实现短期私利, 而当任期较长时, 考虑到职业

发展问题, 高管更有可能增加长期战略投资支出。 在跨国企业这样的特殊企

业内部, 固定资产投资流程更加复杂, 母国高管任期作用于企业生产自动化

决策的过程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属产业均与企业生产自动

化决策呈正向关系。 具体表现为: 在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后, 企业规模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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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发生比将相对提升 0. 31 个百分点; 相较非工业

企业, 工业企业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发生比将相对提升 2. 21 倍。 这一结果进

一步验证了在母国高管任期与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关系中, 企业规模和企

业所属行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母国高管任期
0. 090∗∗∗

(0. 031)

0. 101∗∗∗

(0. 036)

0. 080∗∗

(0. 037)

企业所有制: 国有控股企业
- 0. 250

(0. 240)

- 0. 175

(0. 260)

母公司情况: 有中国母公司
- 0. 226

(0. 251)

- 0. 279

(0. 268)

企业规模: 企业总人数的对数
0. 231∗∗∗

(0. 068)

0. 311∗∗∗

(0. 075)

企业雇佣本地化水平
0. 879

(0. 475)

0. 860

(0. 527)

企业所属产业: 工业企业
1. 126∗∗∗

(0. 230)

1. 167∗∗∗

(0. 037)

企业注册时长
- 0. 006

(0. 016)

- 0. 008

(0. 016)

员工敬业度
- 0. 254

(0. 132)

- 0. 021

(0. 324)

员工平均年龄
- 0. 009

(0. 021)

- 0. 003

(0. 025)

员工平均受教育年限
0. 043

(0. 033)

0. 070

(0. 044)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常数项
- 0. 983∗∗∗

(0. 148)

- 2. 550∗∗∗

(0. 864)

- 4. 259∗∗∗

(1. 174)

Pseudo R2 0. 0117 0. 1183 0. 1587

样本量 548 548 548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估计数值在 10% 、 5% 和 1% 的水平

上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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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企业主根据企业海外经营的经验事实给出的母国高管

任期, 而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选择生产自动化的决策, 二者之间出现 “互

为因果” 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 前述分析也尽可能控制可能同时影响母

国高管任期和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因素, 但不免有遗漏。 为进一步降低因

内生性问题产生的估计偏差, 本文参考既有文献,① 计算 “同类企业母国高

管任期均值”, 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 按照 “是否有中国母公司” 进行具体

分类。 同时, 考虑到将本企业包括在内进行计算会导致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

存在重合的部分, 因此采用 “其他同类企业的母国高管任期均值” 作为工

具变量。 首先, 同类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相似,② 其高管任期可能受到相似

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影响, 这样的共性使 “其他同类企业的母国高管任期均

值” 与本企业母国高管任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另外, 企业自动化作为一种

投资决策, 虽可能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③ 但外部因素更加强调

外在资源对企业决策的影响。④ 母国高管任期作为高管特征之一, 并不具备

资源性质, 因此剔除本企业信息的同类型企业母国高管任期均值并不会直接

影响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同时, 考虑到 “其他同类企业的母国高管任期均

值” 可能通过其他路径 (如行业特征) 影响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本文控

制企业所属产业以说明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 因此, “其他同类企业的

母国高管任期均值” 具有一定的外生性。
两阶段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进一步佐证了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第一

阶段回归的 F 值为 965. 282, 远高于 10% 显著性下的临界值 (16. 38), 表明工

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母国高管任期变量系数的估

计值虽然有所降低, 但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作用依然在 5% 的水平上显

著。 为验证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排他性, 本文对母国高管任期和工具变量进行

回归得到残差, 并检验工具变量与残差的相关性, 发现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

关性, 即满足排他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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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母国高管任期

第二阶段: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母国高管任期
0. 018∗∗

(0. 008)

同类企业

母国高管任期

- 207. 223∗∗∗

(6. 670)

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601. 338∗∗∗

(19. 407)

- 0. 326

(0. 199)

Kleibergen-Paap rk LM
100. 639

(0. 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10% maximal IV size)

965. 282

(16. 38)

F 值 965. 282 6. 01

Pseudo R2 0. 1859

样本量 548 548

　 　

2. Oster 分析法

借鉴 Oster 的做法,① 将遗漏变量存在的影响考虑进来。 本文采取两

种方式进行检验, 给定 β ( 或 δ) 和遗漏因素带来的 R2 的变化, 得到 δ
(或 β) 的值。 一般 δ 大于 1 则认为通过稳健性检验, 反之不稳健; β 能

够落在基准回归的置信区间内则认为通过稳健性检验, 反之不稳健。 在

具体操作时, 分别将新的R2 设置为基准回归值的 1. 3 倍和 2. 2 倍。 另外,
由于 Oster 分析方法需要在线性回归后使用, 故而将基准回归的 Logit 模

型调整为 OLS 模型再进行检验, 得到表 4。 结果显示, 四种方案均通过

了稳健性检验, 再次验证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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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Oster 分析法

检验方法 具体设置 判断标准 实际计算结果 是否稳健

给定 β 和 Rmax,

检验 δ 的取值范围

β = 0,

Rmax = 1. 3R2

β = 0,

Rmax = 2. 2R2

δ > 1
δ = 4. 4938

δ = 1. 2256

是

是

给定 δ 和 Rmax,

检验 β 的取值范围

δ = - 1,

Rmax = 1. 3R2

δ = - 1,

Rmax = 2. 2R2

β∗ (Rmax, δ)

∈ [0. 0009, 0. 0298]

β∗ (Rmax, δ)

= 0. 0176

β∗ (Rmax, δ)

= 0. 0226

是

是

　 　

3. 新增控制变量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后处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东道国对海外

中国企业的态度与期望也会对企业决策和人力资源管理产生影响。 本文进一

步控制东道国居民对本企业投资的态度和东道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

代表的东道国社会态度, 其中 1 表示 “排斥或拒绝”, 5 表示 “非常欢迎”,
欢迎程度从 1 到 5 依次递增, 得到表 5 列 (1) 结果。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

制企业与东道国政党领导的交往程度代表的社会往来, 1 表示 “从不往来”,
5 表示 “往来频繁”, 往来密切程度从 1 到 5 依次递增, 得到表 5 列 (2) 结

果。 结果显示, 考虑东道国社会态度和社会往来的影响后, 延长母国高管任

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依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4. 更换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部分将 “引入自动化或智能化机器设备” 的企业归为选择了

企业生产自动化, 本部分将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定义为 “引入自动化设

备”, 不再考虑智能化机器设备的引进情况, 得到表 5 列 (3)。 结果显示,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

表 5　 稳健性检验: 新增控制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变量

新增控制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1) 控制东道国

社会态度

(2) 进一步控制

社会往来

(3) 引入自动化

设备

(4) OLS 回归

结果

母国高管任期
0. 085∗∗

(0. 038)

0. 099∗∗

(0. 045)

0. 113∗∗∗

(0. 038)

0. 016∗∗∗

(0. 007)
Pseudo R2 (R2 ) 0. 1597 0. 1899 0. 1741 0. 1860

样本量 532 342 548 548

　 　 注: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与基准回归一致的控制变量及国家固定效应, 限于篇幅, 不再呈

现所有变量的系数结果。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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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更换模型

考虑到模型的局限性, 进一步采用 OLS 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1, 得到表 5
列 (4)。 结果显示,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显著正向

影响依然存在。
(三)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证明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 但生产自动化属于企业的重要战略, 可能还与海外公司的自由裁量权以

及高管团队的特征有关。 一方面, 高层梯队理论表明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越

大, 管理者特征越可能影响企业决策。① 另一方面, 高管团队的多元化程度

也会影响企业决策行为。② 因此, 本文考虑从海外中国企业高管决策自由度

和高管团队的多元化程度两方面探讨母国高管任期影响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的异质性, 分别得到表 6 的 Panel A 和 Panel B。

表 6　 异质性分析: 基于企业高管决策自由度和高管团队多元化程度

变量

Panel A: 海外中国企业的高管决策自由度

控股情况 是否有中国母公司 是否有企业工会

非国有控股 国有控股 否 是 否 是

母国高管任期
0. 111∗∗

(0. 045)

- 0. 034

(0. 084)
0. 150∗∗

(0. 069)

0. 051

(0. 048)
0. 101∗∗

(0. 041)

0. 136

(0. 151)

常数项
- 3. 953∗∗∗

(1. 424)

- 5. 667∗∗

(2. 484)

- 8. 301∗∗∗

(2. 872)

- 4. 113∗∗∗

(1. 573)

- 4. 236∗∗∗

(1. 338)

- 6. 986∗

(3. 821)

Pseudo R2 0. 1843 0. 1688 0. 2138 0. 1655 0. 1476 0. 3267

样本量 351 178 142 384 435 86

变量

Panel B: 海外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多元化程度

是否雇佣东道国高管 是否雇佣女性高管

否 是 否 是

母国高管任期
0. 006

(0. 060)
0. 136∗∗

(0. 057)

0. 072

(0. 062)
0. 083∗

(0.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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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Panel B: 海外中国企业的高管团队多元化程度

是否雇佣东道国高管 是否雇佣女性高管

否 是 否 是

常数项
- 6. 055∗∗∗

(1. 969)

- 3. 282∗∗

(1. 612)

- 2. 942

(1. 894)
- 5. 509∗∗∗

(1. 631)

Pseudo R2 0. 1866 0. 1868 0. 2068 0. 1723

样本量 243 289 214 324

　 　

Panel A 用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中国母公司以及是否有企业工会代表

企业高管决策自由度。 结果显示,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控股、 没有中国母公司以及没有企业工会的企

业。 这表明海外中国企业的高管决策自由度越高,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越能发

挥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正向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这几类企业无须面临复

杂的社会关联, 能够赋予高管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Panel B 用是否雇佣东道国高管和女性高管代表企业高管团队的多元化

程度。 结果显示,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正向影响主要

存在于有东道国高管和有女性高管的企业。 这一现象表明海外中国企业的高

管团队多元化程度越高,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越能发挥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的正向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多元化的高管团队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广泛的

信息资源以及更多样化的视角和观点。

五、 机制分析

为检验母国高管任期影响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作用机制, 本

文参考江艇的研究思路,① 直接考察母国高管任期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分别

采用企业近三年新增投资的自主程度、 供应商更换数量、 技术或研发升级是否

会成为企业未来的主要经营风险反映企业的自主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性以及

风险承担能力。 具体来讲, 近三年新增投资的自主程度越高, 表示企业的自主

决策程度越高; 供应商更换数量越少, 表示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越高; 技术或

研发升级成为企业未来主要经营风险的可能性越小, 表示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越强。 用以上三个机制变量对母国高管任期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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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机制分析

变量

自主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性: 风险承担能力:

近三年新增投资的

自主程度

供应商

更换数量

技术或研发升级成为

企业未来主要经营风险的可能性

母国高管任期
0. 078∗

(0. 044)

- 0. 971∗

(0. 507)

- 0. 012∗∗

(0. 005)

常数项
7. 116∗∗∗

(1. 326)

- 7. 544

(15. 114)

- 0. 053

(0. 156)

R2 0. 326 0. 134 0. 072

样本量 536 322 548

　 　

结果显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分别在 10% 、
10% 、 5% 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企业的自主决策程度、 供应链稳定性以及风险

承担能力, 从而证实了假设 2。 具体表现为: 母国高管任期每增加 1 年, 企

业在近三年新增投资的自主程度将提高 0. 078 个单位, 供应商更换数量将减

少近 1 家, 技术或研发升级成为企业未来主要经营风险的概率将降低 1. 2 个

百分点。 笔者猜测, 以上回归结果的产生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 高管任期

越长表明治理层越信任管理层运营公司的能力, 从而会给予其更大的决策

权, 而高管决策权的提升将充分体现在企业的战略决策偏好上。① 其次, 企

业的供应链稳定性和风险承担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均依赖于企业的战略连续

性, 同时高管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制定追求长期利益的战略往往具有正向作

用。② 因此,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由于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具有周期长、 风

险高的特点, 合理延长母国高管任期以提升企业的战略连续性, 有助于高管

从全局和长期利益出发优化企业战略决策, 从而促进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
为检验员工组织适配性的调节效应, 在基准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

调节变量及其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 得到表 8。 结果显示, 第一, 专业技术

人员和技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即

随着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的提高,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正向作用减弱。 这一结果表明母

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还依赖于员工与企业需求的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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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当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无法满足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需求时, 较长

的高管任期也无法有效发挥对企业战略决策的优化作用。 第二, 企业氛围具

有正向调节作用, 即随着企业氛围向好,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

化决策的正向作用增强。 这一结果表明, 为有效发挥高管任期对企业战略决

策的优化作用, 有必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 保障企业的战略决策有序推

进。 以上结果证实了假设 3。

表 8　 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母国高管任期
0. 228∗∗

(0. 103)

0. 304∗∗∗

(0. 105)

0. 067∗

(0. 040)

母国高管任期 × 专业

技术人员招聘难度对企

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

- 0. 048∗

(0. 028)

母国高管任期 × 技

能人员招聘难度对企

业生产经营的妨碍程度

- 0. 076∗∗

(0. 032)

母国高管任期 ×

企业氛围

0. 001∗

(0. 001)

常数项
- 5. 058∗∗∗

(1. 217)

- 5. 274∗∗∗

(1. 236)

- 4. 270∗∗∗

(1. 189)

Pseudo R2 0. 1614 0. 1643 0. 1644

样本量 546 545 538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海外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 探讨母国高管任期对企业生产自动

化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能

够推动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 第二, 延长母国高管任期可以通过

提高企业自主决策程度、 提升供应链稳定性以及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

条路径增加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转型的可能性; 第三, 母国高管任期

对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影响依赖于员工与企业需求的适配性以

及良好的企业氛围; 第四, 具有更高决策自由度和更多元化的高管团队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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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有助于发挥母国高管任期对海外中国企业生产自动化决策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 优化对外投资企业的外派管理体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母国高管任

期对企业战略决策的优化作用。 在对外投资初期, 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的法规

政策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制定有针对性的外派管理策略。 在对外投资中期,
结合目标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业务及战略目标的变化, 灵活调整母国高管任

期, 形成具有适应性的、 动态的外派管理体系。 定期评估外派管理体系和母

国高管任期机制, 根据效果对之进行必要的调整优化, 确保与企业发展目标

和市场需求相适应。
第二, 强化海外中国企业的战略连续性, 从全局的角度考虑企业战略决

策的动态调整。 在组织结构方面, 母公司适当下放决策权, 以便海外子公司

灵活高效地应对当地市场的变化。 在外部合作方面, 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而非交易关系, 避免供应商因企业高管变动而发生转移; 建立多元化的

供应商网络, 减小供应商受企业高管变动影响的可能性。 在内部风险方面,
企业在生产自动化转型前应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 有针对性地增强风险承担

能力, 实现生产自动化转型的有序进行。
第三, 重视对目标市场技能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在良好企业氛围下系统

推进生产自动化转型战略。 招聘东道国本地管理人才或培训东道国本地员

工, 提高员工对自动化技术和生产流程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 以有效支撑

生产自动化决策的实施。 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 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 避免员工对生产自动化产生抵触心理。
第四, 提高企业高管团队的多元化程度, 充分利用差异化资源优化企业

战略决策。 从国别和性别方面提升高管团队的多元性, 聘用东道国本地人才

担任企业高管, 为企业带来更多元化的视角以及更强的创新思维和决策能

力, 从而使企业生产自动化等重要决策的做出能够基于更全面的考量, 有助

于海外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更好地发挥民心相通作用, 推动 “走出去” 的海

外中国企业实现 “融进去” 与 “扎下根”。

(责任编辑: 任朝旺 　 李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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